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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仿照前苏联进行的以“体教分离”为主要特征的青少年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为年轻的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中国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在“打破封锁”“乒乓外交”“举办亚运会”“回归奥运”“北京奥运会”等历史贡献上。同时，“体教分离”的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也显现出诸多不足与弊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加强的“体教结合”是修正“体教分离”缺陷的开始，但仍是在旧有“举国体制”下的局部的和补救性修正，力度和广度非常有限。进入新时代以后，瞄准青少年全面发展的“体教融合”逐步推进，它在青少年体育竞赛的体教融合、强化学校的运动训练、促进学校系统培养优秀青少年学生运动员等方面进行了更大力度的改革。从“体教分离”到“体教结合”，再到“体教融合”，其背后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实事求是并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竞技体育的现实逻辑。这个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和现实条件，不断改革地也最有效率地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逻辑充分体现着中国的智慧。当下的“体教融合”，指明了未来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但其内容和力度依然是在体育体系、教育体系“双轨制”下的“有限度地融合”，且“体教融合”的目标与到达指征还并不明确。本文认为：“体教融合”的改革应是有方向、有目标、有结果预测的“体教合二为一”的过程，其到达点应是“体融于教”，或者说是“体回归教”，所谓“体回归教”是“中国的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训练与竞赛逐渐回归国民教育系统，青少年运动员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体育特长的超长发展，从而建立以国民教育系统为主轴，以体育社会市场体系为辅助的竞技体育‘新举国体制’，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得以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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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s behind “Sepa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o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o “Sports Returning to Educ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political status, China has been imitating the national Youth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of formal Soviet Union on “Sepa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is system ha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diplomatic situation, which has also demonstrate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Some of the examples in the history are “Breaking the lockdown”, “Ping Pong Diplomacy”,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of Asia”, “Return to the Olympic Games” and “Hosting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national youth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focusing on “Sepa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has also showed its dis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The gradually enforced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correcting the “Sepa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but as they were partial and remedial modifications under the National System, the result was not significant.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iming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outh has been gradually promoted. It has carried out greater revolu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youth sports competitions, strengthening the sports training in schools, and promoting the training of outstanding young student athletes in schools. From “Sepa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o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nd then to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t demonstrated the wisdom of how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realistic conditions,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has indicat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especially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 of youth competitive sports. However, its content and strength are still limited under the dual track system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goal and indications of reaching the goal are not clear.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that the revolution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a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with direction, goal and result indications. It should be “Integration of Sports with Teaching”, or “Sports returning to Education”. “Sports returning to Education” means that th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of China's youth competitive sports are gradually returning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young athletes have gained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ir specialty. Therefore, a new National System of Competitive Spor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s the main part and the sports social market system as the auxiliary. To make China's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 healthily and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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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十三次会议审阅通过《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时指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孙春兰副总理也曾指出：中国进入新时代，理应探索一种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即中国特色“体教融合”。习总书记、孙副总理以及《意见》都提出了新时代“体教融合”的要求，吹响了促进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工作的冲锋号，也向教育界和体育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新的思考与研究命题。
我们面临的思考有：“体教结合”和“体教融合”的反义词是“体教分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体教分离”呢？它是如何产生？有着怎样的演变过程？“体教分离”是对的？还是错的？对在哪里？错在何处？今天，我们出于怎样的目的开始推进“体教融合”？问题的缘起在哪里？“体教融合”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推进怎样的工作？“体教融合”是个过程？还是个结果？其最终结果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当下体育界和学校体育界的学者需要深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以提出正确的“体教融合”策略，明晰“体教融合”的各项工作，本文本着这一研究目的对“体教分离”、“体教结合”、“体教融合”和“体回归教”的中国逻辑线索进行讨论。
2“体教分离”的历史形成与时代功绩
在当下“体教融合”的语境之下，“体教分离”无疑是个贬义词汇，是改革对象，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去轻易地否定它，因为当我们把“体教分离”放到解放初期的特定历史中，会发现“体教分离”不但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有着不可抹杀的伟大功绩，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最实事求是和最符合逻辑的选择。
2.1“体教分离”竞技体育模式的历史形成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被西方国家严密地封锁和孤立。为了打破封锁，中国希望通过体育的国际交往打开局面并为国争光。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对体育界的同志说：过去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工作的人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体育是人民的一项事业，我们不去干，还算是共产党员吗！。
然而旧中国留下的是人民体质孱弱、运动水平低下、专业人才匮乏、体育场馆凋敝的窘境。为迅速提高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中国急需一种集约高效和可以高速发展的体育模式，而这种模式当时业已存在，就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制度。1952年8月，刚刚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归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全国体总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对体育工作领导的一系列建议。9月6日，全国体总主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也向政务院提出了一份相似的报告，两份报告（以下简称“荣马两报告”）都提出了应象苏联那样发展体育的建议。正是这个“荣马两报告”大大推动了延续至今的“体教分离”的体育发展模式。“体教分离”主要体现在政府管理部门的分离、运动员培养体系的分离、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分离三个主要方面。
2.1.1政府管理部门的“体教分离”。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行使国家对体育事业的统一管理。但毕竟全国体总是社会团体，而体育大发展需要对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管理和调配才能保证竞技体育的优先和快速发展，于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势在必行。同时“荣马两报告”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应象苏联那样在政府中设立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建议。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元帅被任命为首任中央体委(1956年改称国家体委)主任。中央体委成立后，县以上政府的体委陆续成立，迅速形成了体育管理的三大组织系统，即国家体育管理行政系统、军队体育系统和体育社会组织系统，为以后高效统一的体育行政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这就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体教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体教分离”是教育界和青少年教育界的主动行为，因为设立中央体委的建议是由时任体总主席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和时任体总副主席的共青团中央领导荣高棠率先提出的。
2.1.2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的“体教分离”。1952年2月，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随后的“荣马两报告”也提出应象苏联一样集中训练优秀运动员的建议。1952年，国家成立了“中央体训班”，即现在国家队的前身，从全国篮、排球比赛选拔出来的58名男女运动员成为首批国家队员。以后至1956年,国家先后在田径(1953)、乒乓球、游泳、羽毛球(1954)、体操(1955)等项目上组建了国家队，各大行政区也相继成立“体训班”，成为了省体工队的前身。于是，具有优秀体育才能的青少年开始离开学校，集中在体育部门进行集中训练。国家还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后又颁布《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试行工作条例（草案）》，对办业余体校的条件、项目、学制、教学训练、思想政治工作、教练员与学生、组织领导、运动保健、设备和经费等方面作了详尽规定。1965年6月的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各地都应集中力量办好重点青少年业余体校，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一些优秀运动员，向专业队输送。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以建一所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的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作为专业队的预备队”。从此至1965年，中国形成了一个从基层单位业余体校，到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层层衔接的运动训练三级人才培养网络。自此，青少年的运动训练有了独自的体系，实质性地离开了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了“青少年运动员教育体系”。
2.1.3青少年体育竞赛的“体教分离”。“荣马两报告”还提出，应象苏联那样搞高水平的全国体育比赛，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竞赛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这是中国竞赛体制的最早雏形，它将全国的各种竞赛活动都纳入到一个严密的管理系统。国家在建立运动竞赛制度同时，还逐步建立了优胜奖励制度。于是，瞄准为国争光的最高水平的青少年体育竞赛开始与以体育教育为主要目的大中小学校的体育竞赛分离，形成“青少年运动员的竞赛”和“学校学生的体育竞赛”的“脱轨”，直至后来形成了两个需要“资格认定”双轨比赛系统。
当然，“体教分离”还体现在一些其他方面，如体育人才培养机构的“体教分离”。“荣马双报告”提出应象苏联那样成立体育学院，于是各大行政区纷纷依托普通高校的体育系建立中央、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东北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人才和运动训练人才的培养也出现了“双轨制”。“荣马双报告”还提出建设大型运动场馆的建议，随之而来的是大型体育场馆建设越来越远离学校。
2.2“体教分离”体育发展模式的历史功绩

以“体教分离”为重要特征的“举国体制”，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的国际政治环境，适应了国家的需要和“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所采取的“加强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为中国竞技体育早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历史节点的大事件上：
2.2.1打破西方的外交围堵。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密的围堵，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派兵进驻台湾，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险恶。为打破困局，要求体育必须配合外交发挥其独特的国际交往作用。中国通过体育交流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进行频繁的体育交往，逐渐打开外交局面，为新中国的外交突破做出了贡献。此时中国的体育也在举重、游泳、乒乓球、射箭、跳高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2.2.2“乒乓外交”促进中美融冰。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以体育的方式解决了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外交问题。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说：“70年代初促使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乒乓外交’，生动地展示了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方面，起到了多么积极的作用。”“乒乓外交”促使西方国家和许多对中国不理解的国家重新考虑对华政策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体育也在这一时期重返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和各国际体育组织，并最终进入国际奥委会。
2.2.3北京亚运会举办宣传改革开放。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6000多名境外运动员和教练员、近20万的媒体记者和外国游客来到北京，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看到了北京，目睹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化，宣传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新面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2.2.4重返奥运并举办奥运为国争光。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肯定了超前发展竞技体育的战略构想，提出“搞好项目的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把那些短期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抓上去，争取在今后的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的要求，在“超前重点发展”的战略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198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6届世乒赛上囊括全部7项冠军奖杯；1982年李宁在体操世界杯上一人获得6枚金牌；1981、1982、1984年中国女排先后夺得世界杯、世锦赛和奥运会“三连冠”；1982年、1986年、1990年中国代表团连续三届亚运会获金牌第一；1984年在23届奥运会上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八五”期间，中国获得世界冠军466个，367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全面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
直至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并超越美国占据金牌榜榜首位置，中国通过竞技体育的光辉成就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2.3“体教分离”历史存在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建国的特定历史时期里，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环境下，中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推进了以“体教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体教分离”。
纵观世界各国的青少年竞技体育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1）“体教分离型”，如前苏联、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大致属于这一类；（2）“教社链接型”，即社会青少年俱乐部与学校体育联合发展青少年竞技体育，德国是这一类型的典型；（3）“体教合一型”即青少年竞技体育置身于国民教育体系内，青少年优秀运动员在学校中边学习边训练的类型，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体教合一型”需要教育系统内存在有高水平的运动训练条件和成熟的、有影响力的竞赛体系，而“教社链接型”则需要社会上有成熟的面对学生训练条件和相应的比赛。而在建国初期，中国的教育也是百废待兴，中国的社会体育组织以及面向青少年的运训体系很不发达，新中国处在综合国力、教育、社会体育发展都很弱的情况之下，如果不能在“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单独且高效的青少年竞技体育体系建设”方面进行非常规、非对称的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是无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如果对比一下与我国国情相似的印度体育发展就会看得更清楚。因此“体教分离”的模式就是当时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也可以说明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为什么会是“体教分离”的主要倡议者了。
对以“体教分离”为主要特征的“举国体制”，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指出：“……举国体制的实质，就是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指出，“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整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对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做出的诠释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我国初步形成了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完善了运动员、裁判员注册制度和国家队集训制度，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管理体系，形成了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运动会制度和全国城市运动会制度。各省(区、市)也根据全运会的周期，举办全省(区、市)运动会，发现和培养优秀竞技体育人才，这就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雏形。刘鹏还指出，“举国体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举国体制”的动力是为国争光的目标；“举国体制”的保证是有力的政府调控；“举国体制”的主要措施和组织形式是以国家队为龙头的多级条块结合的训练体系；“举国体制”的重要标杆是各级各类体育竞赛
。
综合上述，“体教分离”及以其为主要属性的“举国体制”的历史存在价值与意义是：（1）它是“为国争光”目标下中国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制度选择；（2）它借鉴并发展了前苏联颇为成熟的体育发展体制；（3）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其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保证；（4）它在资源极为贫乏的条件下进行最有效的资源调配；（5）它建立了与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青少年运动训练体系和相对封闭的体育竞赛体系。
3.“体教分离”的局限与“体教结合”“体教融合”的必然
3.1“体教分离”的问题与结构性的缺陷
以“体教分离”为主要特征的“举国体制”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其局限性与问题也逐渐凸显。“体教分离”的问题正是来源于其“优势”，即来自“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机制、集中培养优秀运动员的策略以及以奥运为中心的相对封闭的竞赛体系，这些缺陷不是工作方法层面的不足，而是结构性的不足。

3.1.1“独家管办体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的优势十分明显：出台决策快且阻力小，组织能力强且效率高、筹集资金快且使用权力大等。然而，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以各级财政包统、包揽拨款方式，以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直接操办竞技体育的体制也显露出体育行政部门对于竞技体育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独家揽办体育”的管理机制的弊端不仅不利于社会力量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不利于社会体育组织的成长，不利于市场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在国民教育系统中促进青少年竞技体育的发展。而且，“独家管办体育”的体制也有悖于“举国体制”的真意。
 3.1.2“另建教育体系”培养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问题。“体教分离”导致了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离开了正规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体育天赋和运动才能的优秀青少年选手从很小就集中在一起训练和比赛，这种独特并封闭的训练机构，既高水平的运训变成了少数有“天赋”的青少年的特权，同时弱化了青少年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娱乐功能、文化功能等。逐渐形成的独立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另教育系统”影响了青少年运动员“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妨碍了青少年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也降低青少年运动员文化知识水平，更为他们“运动生涯”之后的就业与发展埋下隐患。

3.1.3“锦标为上、曲高和寡”竞赛体系的问题。以全运会为核心，以奥运会为目标是我国竞技体育竞赛的基本属性，这个竞赛制度在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因机制问题给竞技体育竞赛造成诸多的“不和谐”，地方“全运战略”与国家“奥运战略”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激化。以“奥运会”为目标，“全运会”为核心的体育竞赛为竞技体育均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也窒息了以青少年体育教育为主要目标的各类各级学生体育竞赛的发展，形成“青少年学生竞赛”和“青少年选手竞赛”的“两张皮”现象，使得青少年体育普及与提高的日渐背离，也导致了没有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金牌颇丰，而深受青少年喜爱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三大球项目表现平平。
3.2“体教融合”的历史使命及其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体教分离”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面临改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体教结合”的说法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的“体教结合”并不像今天的“体教融合”如此深入，即以面向优秀运动员招生、依靠教育系统提升运动员文化，教育部组团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和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等方面。而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未来体育改革具有风向标意义，它对青少年体育工作提出了整体性新要求和新工作。本文对《意见》中的“新融合点”进行了梳理（见表1）。
	融合领域
	新融合点
	意义
	融合方向

	理念融合
	深化具有中特色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首次提出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问题 
	对教体的双向要求

	管理融合
	1.推动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教育学生体协配合
2.教育、体育部门为在校学生的运动水平等级认证统一标准并共同评定
	1.体育界自身的工作为主

2.体育向教育界的开放和放权
	1.体自身
2.体→教

	运动员的融合
	1.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

2.支持大中小学校成立体育俱乐部

3.教育部门支持优秀体育传统学校建立高水平运动队

4.加大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力度

5.推动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接

6.推动建立青少年体育训练中心

7.体校学生的文化教育全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体校与中小学加强合作

8.鼓励各地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组成对口升学单位
	1.学生运动员参与比赛机会增多
2.新的青少年运训机构与机制
3.体育传统学校的新政策

4.强化学生运动员的训练

5.畅通学生运动员出口并提高水平

6.体校的改制
7.体校文化课学习制度的改革
8.体育传统校的优化设置
	1．体→教
2.教→体
3.教→体

4.教自身

5.体→教

6.体自身

7.体→教
8.教自身

	竞赛融合
	1.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拟定赛事计划，统一注册资格

2.建立分学段、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

3.合并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改称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1.学生运动员参与比赛条件优化
2.有利于学生运动员的新赛制

3.两方运动员的同场竞技
	1.教→体
2.教→体
3.体→教

	资源融合
	1.体育部门对青少年各类集训活动进行开放
	1.体育资源向教育开放
	1.体→教

	教社融合
	1.政府购买形式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学校
	1.支持社会体育帮助学校体育发展
	1.教→社

	教练融合
	1.加大培养高水平教练员、裁判员力度

2.体校教师与普通中小学和中职教师同等待遇

3.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学校兼任、担任体育教师渠道
	1.提高学校教练员、裁判员水平
2.体校教师的待遇改变

3.强化学校教练员队伍，疏通退役运动员渠道
	1.教自身
2.体自身

3.体→教


表1：《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的主要融合点与融合方向解析
3.2.1推进“体”向“教”的融合。《意见》是以国家体育总局为第一单位，教育部为第二单位颁布的，“体教融合”的概念中也是“体”在前，“教”在后的（而不是在教育界里经常说的“教体融合”），这反映了体育界向教育界积极融合的态势。从《意见》的内容看，也可看出体育界将“青少年竞技体育训练与竞赛”更多依靠教育界的内在动机和希望在青少年训练和竞赛方面向教育界更多“开放”与“靠拢”的愿望，具体体现在（1）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阶段体育赛事由教育、体育部门共同组织、拟定赛事计划、统一注册资格，职业化的青少年体育赛事由各单项协会主办、教育部学生体协配合，教育、体育部门整合学校比赛，统合学生运动会和青运会等方面；（2）联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选拔其中优秀者进入省队、国家队；（3）支持社会体育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指导服务；（4）教育界更加积极参与到青少年竞技体育训练竞赛体系中。
3.2.2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和竞赛活动。《意见》提出的“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的说法含义深远，它指出了当前学校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不够丰富多彩的明显缺陷。“不丰富多彩”主要指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学校里的课余训练和竞赛总量的不够丰富；二是课余训练和竞赛的项目不够丰富；三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竞赛与训练不够丰富。而这些问题，追根寻缘也都是长期的“体教分离”所造成学校缺乏体育文化建设，缺乏对优秀体育人才培养追求所致。 
3.2.3支持学校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意见》提出的“支持学校建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以前没有的表述，这其中应包含“探索青少年课外体育俱乐部的机制创新”及“促进青少年运动训练和竞赛水平的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目的。运用在学校系统并不常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概念是否说明了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作为“校社结合”的训练实体的改革方向？无论如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概念已经走到了学校的面前，新的训练组织形式的探索和改革工作会随即展开。
3.2.4.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意见》提出“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指出了当前体教融合的重要的不足，即体教两个系统的青少年体育的分离与脱节。当前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基本上各自拥有一套竞赛体系，两竞赛系统比赛目的不同、人员和水平不同、比赛的功利性结果更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小学生的体育竞赛与最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发展相脱节”和“优秀青少年运动员的比赛与草根的训练竞赛相脱节”，那么，“完善后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应是两个竞赛系统“被相互打通”“被统一设计”“被统一管理”“被一样认定”和“具有相近的水平”这是“体教融合”的较为关键的一环。
3.2.5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意见》提出了“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新要求，过去体育系统主要管理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教育系统管理的特色学校（如足球、篮球、冰雪等）在《意见》中被统称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这既顾及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类学校的概念，也预示了今后两类学校在命名、管理方面的统一，也有两部局联合领导以加强权威性、加大支持和强化评价的含义。至于“加强什么？”那一定是增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的绩效，而这些绩效应体现在：（1）为学校形成体育“一校一品”的特色起到促进作用；（2）为学校具有一个传统的群体项目或特色课程起到促进作用；（3）为学校具有一个传统优势的代表队项目起到促进作用；（4）为输送该项目的优秀体育人才起到促进作用；（5）带动新兴运动在学校的开展，为学校的“一校多品”的形成起到范例性作用。
3.2.6.大力培养教练员队伍。《意见》特别强调了大力培养教练员队伍的要求，这也是一个新的动向。这说明了以下几点：（1）国家对学校的训练工作越来越重视；（2）国家希望学校的课余运动训练有更高的水平；（3）国家希望学校能培养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3）国家意识到仅靠学校体育教师难以支撑高水平的训练与竞赛，专门的学校教练员要逐渐成为一个工作类别；（4）当前高水平的学校教练员严重不足，需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总之，《意见》为我们提出了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方向目标，提出加强青少年体育教育的新方向和新工作，蕴意深远，需要教育界和体育界共同努力和锐意探索。但从整体来看，当下的“体教融合”仍然是在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并立的基本条件下的“有限度的融合”，力度并不是很大。
4.“体教融合”的局限与“体回归教”的展望
4.1“体教结合”与“体教融合”都只是改革的过程
本文认为：无论是“体教结合”与“体教融合”依旧只是对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完善过程，并不是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更不是改革的终极目标。因此，还很难期待以当下的“体教融合”完全解决以往“体教分离”（或者说是之前“举国体制”）的不足与缺陷。
4.1.1行政管理部门的“体教分离”依然存在，青少年体育的“政出两线”的大局面并没有改变，“体教融合”之“融合”的本意应超越“结合”的含义。“结合”为两个主体的共生，而“融合”则是两个主体的“合并”，即“融为一体，难分你我”。那么，“体教融合”是“体融于教”，还是“教融于体”，仅从青少年体育来讲（至于社会体育和体育产业等不在本“体教融合”的论题之中），恐怕唯“体融于教”为正确方向，那么如何融合，仅从《意见》的内容来看，其前瞻性和指向性并不明确。
4.1.2虽然《意见》提出一些青少年运动员的“融合”的举措，但基本都是体教的“互相开放”和“互相帮助”的程度，青少年运动员“身份的分离”“所属的分离”“训练场所的分离”“待遇的分离”以及“水平的分离”等依然存在，两个系统的运动员只是有所靠拢，依然是高水平和职业化的青少年在体育系统，普及水平和业余性青少年在教育系统。虽然《意见》追求最大限度的结合和打通，但由于体育体制的存在，“融合”的途径并不多，因此前者的文化水平提高和再就业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后者进行高水平训练和参加顶尖水平竞赛的机会依然会有限。
4.1.3青少年体育竞赛的“体教分离”依然存在。虽《意见》提出了诸如“学生运动会”和“青运会”合并的思路，但是，只要有职业性青少年运动员的存在，学生运动员因为“竞技水平的鸿沟”而不大可能与职业运动员一样具有参加高水平比赛的机会。表面的“资格”限制相对容易打破，但因训练条件和“主业”不同导致的竞技水平“壁垒”将难以逾越，因此，只是“学运会”和“青运会”比赛的打通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体教高水平训练的“融合”“合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4.2“体回归教”的构想与策略
4.2.1本文认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是“体回归教”，本文更愿意称其为“新的举国体制”。真正意义上的“体教融合”的含义应是：竞技体育事业逐渐回归国民教育系统，国家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系统内借用并强化现有学校体育资源发展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方法是：国家根据全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总计划，科学地部署高校作为“竞技体育发展任务学校”（以下简称“任务学校”），由国家教育部门和国家体育部门予以任务布置，要求其建设1-3个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担负起省市运动队的职责，或者是“影子省队”），同时要求高校的“任务学校”在中小学通过协议形式建立“对口输送学校”，以形成各个项目的“一条龙”训练培养体系。国家对高校“任务学校”以及“对口输送学校”的人才输送与竞赛成绩进行定期业绩评估，并根据业绩情况予以奖罚。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两方面来看，这种“体回归教”的“新举国体制”是完全可行的。它既改革了现有的竞技体育体制，也没有放弃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各种优越性，也不出现如企业改革造成巨大的震动，或因大幅度市场化造成国家竞技体育水平的滑坡，促进国家竞技体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内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促进青少年文化课学习和身体锻炼的全面结合和相互促进。
4.2.2推进“体回归教”的三个方面的重构
4.2.2.1青少年运动员培养机制的重构。以高校高水平竞技运动队为龙头，将现有的国家级、省级和地方优秀运动队逐步转移到全国各高等院校，即对高校竞技运动队进行新的布局与规划；在高校竞技运动队重新布局的基础上，将目前体育系统中的高水平教练员逐渐引入全国“任务学校”的竞技运动队中；在高校训练中体现“以人为本”理念，转变“唯金牌论”观点；高校竞技运动队训练、比赛的经费筹措实施以国家划拨为主，学校自筹、企业赞助多渠道支持方式；针对一些特殊运动项目，如低年龄化的体操项目、高消费的射击项目等，逐步形成以社会俱乐部为主、学校为辅的方式发展。
4.2.2竞技体育竞赛机制的重构。高水平竞技体育竞赛从体育系统内部逐渐转移到全国各高等院校之间展开，按各级任务学校为单位形成按范围划分的：省（市）、地区和全国性竞赛；按项目的不同划分的：单项和综合性竞赛等竞赛体系。以运动项目为中心设置不同级别、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间的竞赛；以选拔高水平竞技人才为目的设置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间的单项性竞赛等。
4.2.3竞技体育管理机制的重构。转变政府职能，从“管办不分”向宏观管理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向转变；在体育系统内部长期设置相应部门对任务学校实施监督和评估，以监管各运动队的经费使用情况和运动训练的成效为重心；制定特殊政策以保证竞技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在特殊时期暂时设置专门机构对重大的竞技体育事件进行协调与管理等。
5.结语

新中国成立不久以后的“体教分离”、改革开放以后的“体教结合”、走进新时代的“体教融合”以及我们可展望并可期待的“体回归教”发展线索背后，是一条中国国家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根据国家的发展需要和现实条件，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革地，最有效率地、功能最大化地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使其不断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新贡献”的策略原则。
解放后的“体教分离”和以其为主要特征的“举国体制”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但同时也显现出“体教分离”的明显不足甚至弊病；改革开放以后的“体教结合”是修正“体教分离”不足与弊病的开始，但是它只是在旧有“举国体制”下的局部的修正和补救性的改良，其力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而进入新时代的“体教融合”则在青少年竞赛的体教融合、强化学校的运动训练、促进优秀青少年学生运动员培养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依然是体育、教育双轨制下的结合或“有限度地融合”。
真正意义的“体教融合”应该是有方向、有目标、有结果预测的“合二为一”的过程，本文认为这个“合二为一”的目标一定是“体融于教”、是“体回归教”，即“中国的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逐渐回归国民教育系统，促进青少年运动员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得到有特长的全面发展，促进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体育市场体系中得到健康和可持续地发展”的新格局，也是“新的举国体制”的新格局。至于这个假说的可行性，本研究团队已经对“体回归教”的渐进性的过渡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培养人才的布局、教练的保证、经费的投入与划拨方式等进行了计算，以证明“新的举国体制”是完全可行的，相关研究结果将在后续的论文中继续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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